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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年代末革命文学走向繁荣。随之而来的是，对革命文学的“戏仿”成了一种潮流，“戏仿”

推动了革命文学走向繁荣，也给革命文学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关键词：革命文学 戏仿 消解与颠覆

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推动中国文学进入商业化的现代历史时期。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以启蒙、救亡为己任的新文学，也落入这种文学生产语境而难以自拔。新文学商业化的历

史趋势，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思潮开始愈加鲜明、强烈。这种文学现代性生产方式给现代

文学带来哪些深刻影响，目前学界还很少进行深入探究。

太阳社和创造社开创的革命文学潮流，在二十年代末“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 ，众多

的文学刊物争相转换色彩，不同倾向的新文学作家群起效仿，涌现了穆时英这样的戏仿“鬼

才”。他模仿革命文学而创作的《南北极》、《黑旋风》等小说，其逼真程度震惊了当时的文

坛，连革命文学批评家都认为“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相当成功的” 。穆时英的这些

模仿之作，艺术上虽取得了成就，但反映出来的意识却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跟革命文学

的叙事规范存在很大的差距。以穆时英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戏仿者，给革命文学发展造成不

容忽视的影响，既推动革命文学走向繁荣又暗自消解它的规范，使其由阶级的“武器的艺

术”蜕变为流行性的文学时尚。

一

当太阳社和创造社开创的革命文学逐渐成为新兴潮流后，创造社的张资平与叶灵凤、

新感觉派作家、丁玲与胡也频等新文坛元老和新秀，都开始转变方向、写作革命文学作品。

他们不像蒋光慈为代表的新兴革命作家那样，既是党的实际工作者又是马克思主义作家，

热情追求文学对革命及其时代应肩负的道德责任，他们仅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文学作家，

或以写作为生或钻进艺术之塔，在新鲜而刺激的都市崇拜中寻觅文学的商业、唯美价值。

因此，他们创作的革命文学作品，既非内在心灵世界的真诚抒写，也非社会生活的真实再

现，而是对革命文学审美趣味和商业价值的双重撷取。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成为革命文学

的“戏仿”者。

张资平是创造社的元老之一，自创造时代至武昌大学时期，他写的多是恋爱小说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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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现代》1935年第 3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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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小说。1928 年，他来到上海后表示要转变方向，翻译《无产阶级文艺论》、《矿坑姑娘》
等日本的普罗文艺作品，创作《最后的幸福》、《青春》、《长途》等带着“革命标签”的小

说。张资平的革命小说，主人公多是“沉迷于物质的迷梦中的女子” ，性爱生活成为叙述

的重心，她们走向革命仅是希望从迷途、绝望的性爱中把自我拯救出来。由于欠缺超越自

我的高尚品质作背景，主人公由痛苦的性爱迈向革命的叙事逻辑转换中，这些小说叙事的

虚假性显露出来。人们不仅批评张资平在恋爱故事上加点流行的“革命”名词，而且指出

他根本没有把握到“革命文学的真意义” 。事实上，张资平文学转向并非是对革命文学真

正皈依，而是对革命文学潮流商业价值的猎取，可以说，为金钱而写作是张资平仿制革命

文学的真实意图。

革命文学兴起后，叶灵凤由“浪漫抒情走向革命文学” 。在 1928年至 1930年间，他
先后写作了《左道》、《红的天使》、《神迹》等带着革命色彩的小说。《左道》魔幻般的情

节，叙述死了二十年的“疯子”从坟墓里出来，向群众宣传另一国度里打倒资本家、建立

平等社会的革命故事，鼓动群众起来斗争以创造“一个光明的鲜红的新的天国” 。这篇小

说的主题，跟革命小说家的压迫/反抗小说完全相同，差别仅在于它的叙述方式，即以非写
实的虚幻情节表现革命主题，显示出作者对新奇、怪异情节的嗜好。叶灵凤的审美爱好，

在《神迹》、《红的天使》等小说中表现得更充分。《神迹》通过女革命青年坐在表哥驾驶的

敌机上散发传单的情节，把革命斗争的艰难和残酷浪漫化为轻巧、奇异的革命故事；《红的

天使》对革命青年与两姐妹间爱情心理的曲折极力渲染，完全遮掩了对主人公革命活动的

叙述，表现了作者对爱情畸形心态的热心探寻。叶灵凤的这些革命小说，抛弃革命冲突和

情感冲突的叙述，用浪漫化的情节编织主人公的革命故事，以轻松、奇异的情调淡化革命

叙事的现实色彩和真实感，使革命文学完全沦为个人审美情趣的抒发，成为唯美、流行文

学的个人实践。

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在他们文学创作的探索期都曾戏仿过革命文

学。刘呐鸥 1928年从日本重回上海，不仅带回日本文坛流行的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而
且把这些“新兴文学”、“尖端文学”介绍给他们，同他们合伙开书店、办刊物从事新兴文

学的模仿。冯雪峰 1928年由北京南来松江避难，与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位文学青年组
成“文学工厂”，积极引导他们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此时，冯雪峰“已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的旗帜下” 。受上述因素影响，杜衡写出《机器沉默的时候》和《黑寡妇街》两

篇革命小说。前者叙述工人罢工失败后而无奈复工，心里仍默默记着领导罢工的领袖；后

者描写工人不甘做牛马奴隶，奋起罢工但遭到军警镇压和残杀。杜衡的戏仿充满爱憎鲜明

的情感色彩，但因生活、环境和思想的变换，后来就再没有“创作过一个字” 。从 1929
年开始，施蛰存模仿苏联小说创作了《追》，后又写出《凤阳女》、《阿秀》等“描写劳动人

民的小说”。它们以写实性风格叙述劳动阶级子女的不幸命运，或心灵的纯真梦想被摧折，
———————————————
张资平：《黑恋》第 9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 326页，北平杰成印书局 1933年版。
陈子善：《叶灵凤小说全编》上卷第 2页，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
施蛰存：《往事随想》第 17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杜衡：《怀乡病》第 1页，现代书局 1933年版。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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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过正常人家的生命愿望难以实现，或如浪迹四方的“凤阳女”卖艺谋生。施蛰存不擅长

用“力的形式”暴露有产者的罪恶，偏爱细致、沉稳的心理情感的描绘，展现主人公对自

我命运和不公平社会的怨怼。然而，这些“革命小说”在风格和主题上跟五四启蒙文学十

分相近，作者感觉到它们是失败的，并意识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倾向马克思

主义，但“还不能够作为他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基础” 。无论是杜衡由激进转向“沉默”，

还是施蛰存发现政治倾向与文学创作之间的隔阂，他们都在短暂的戏仿后自觉疏远革命文

学潮流。

如果说，受经验、思想、审美等因素的局限，张资平、叶灵凤、施蛰存、杜衡等作家

的戏仿不同程度失败了，那么，穆时英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状况，创造了革命文学戏仿的

奇迹。穆时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十岁随父亲来上海求学，17岁入光华大学读书，十里洋
场为他提供了“人生观察窗口” 。他仿制的《咱们的世界》、《黑旋风》、《南北极》等革命

小说，娴熟运用城市下层无产阶级粗俗、猥亵的话语，叙述他们愤恨、不满的贫困生活，

描绘出贫富两层绝对悬殊的南北极的生活图景，展现出他们粗野、残忍的流氓习性。这些

小说在《新文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后，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

文学的优秀之作”。这些戏仿之作内容纯属虚构，跟穆时英本人生活和社会现实毫无关系，

穆时英仅是借它们锻炼自己的文学表现技巧，展现自己随心所欲操纵文学语言的才能。在

《南北极》修订版序言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关心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的问

题。穆时英对革命文学语言风格的戏仿，表明他根本不关怀大革命时代现实，不承担革命

文学对时代所负的责任。

总之，在二十年代革命文学潮流中，不仅存在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家，而且

出现形形色色的戏仿者，其中既有创造社的成员、新感觉派作家，也有许钦文等文学研究

会作家，还有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他们对革命文学的热情戏仿，助长

革命文学繁荣的同时却消解革命文学的叙事规范，把革命文学蕴涵的道义性、现实性异化

为单纯的文学风格追求，使其由真诚变为虚伪、由庄严沦为轻佻，从而使革命文学丧失感

召他人的道义力量。

二

面对形形色色的戏仿者，革命文学倡导者显得有些激动和自负，认为它是“一种好现

象”，反映着革命文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倾向了” ，表示没有必要去深究这种现象背后

的个人动因。在不满或反对革命文学的人那里，它成为人们诟病革命文学的口实，认为这

些多如过江之鲫的戏仿者仅是赶时髦、投机，“不管内容是破铜烂铁都是革命文学；不管他

是在逍遥浪荡，都说是我们在干革命文学” 。为了克服它，一些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反

对者都大声疾呼，革命文学家只有与其实践统一起来，其创作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二十
———————————————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 1期。
许道明：《海派文学论》第 21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第 2号。
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 101页，人民出版社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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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革命文学批评者，尽管发现革命文学的戏仿并指出克服它的途径，但他们并没有深

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真实原因，更未认真思考它跟革命文学规范存在的潜在冲突，仅被

赶时髦、投机等道义愤慨所遮掩，或为乐观的自负所蒙蔽。因此，认真探究戏仿产生的历

史原因及影响，应是革命文学研究不容回避的历史问题。

在九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毫不避讳地指出，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已形如商品生产，或

者说，为生活、为金钱而写作已成为革命文学迅速繁荣的动力之一。这是戏仿产生的一个

主要社会原因。二十年代末，随着文化市场逐渐拓展和众多无业知识青年寄寓都市，上海

的书刊业和文人开始激烈的商业竞卖，《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新文艺》、《乐群》等文

学杂志，在市场巨大的压力下，都于 1929年左右纷纷改换方向，以发表新兴革命文学作品
来招徕读者。受此影响，许多文学作者不得不转变笔调写作革命文学，这样才能照常靠卖

文生活下去。张资平为金钱而写作已是人所共知的典型，但追求革命文学的商业价值，在

每个戏仿者身上不同程度存在。许钦文这样描绘过自己仿制革命文学的心曲：“书局要我写

些反映‘白色’恐怖的东西，我觉得义不容辞⋯⋯以便日后失业了重新以卖文为生，就和

书局维持关系，又接连一篇篇地写短文，结果结集了《幻象的残象》、《若有其事》和《仿

佛如此》这三种” 。施蛰存认为自己转向革命文学是为市场环境所迫，“形势要求我们有

所改变，于是第二卷第一期起，《新文艺》面目一变，以左翼刊物的姿态出现”，“为了实践文

艺思想的‘转向’，我发表了《凤阳女》、《阿秀》、《花》，这几篇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 叶

灵凤问心无愧地说，“如果没有人将文学视作商品来向我购买，我那时的生活是怎样呢？我

真不敢预想。” 总之，利用革命文学作为新兴潮流、文学刊物乐于出版的好时机，以文为

生的作家迅速改变写作套路，造成革命文学戏仿的文学热潮。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为生活而戏仿的这种现象，不仅在张资平、叶灵凤、施蛰存等

身上存在，在丁玲、胡也频、鲁迅、郁达夫等左翼作家身上同样存在。1928年初，丁玲、
胡也频由北京南下上海后，上海的革命文学空气已十分浓厚，但他们夫妇乍到之初并没有

明确的文学主张和追求，仅为生活“把写好的文艺之类的东西拿去卖钱” ；在短短的两年

间，他们写出《到M城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韦护》、《一九三 0年春上海》等小说。
众所周知，鲁迅被创造社“挤”得看了几种科学文艺论之后，开始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文

艺论著，这除救治他思想和知识的“偏颇”之外，也难逃卖文谋生之嫌，正如有些学者所

认为的那样，鲁迅后期虽转向革命文学但他思想很难说发生怎样的转变。为生活而写作，

也表现在蒋光慈、洪灵菲等革命文学作家身上。这些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上海的革命者，一

时间既无职业又无革命津贴，个人甚至家庭生活全靠稿酬维持，产生了洪灵菲这样典型代

表的多产作家。戏仿者与革命作家、左翼人士，都以新兴的革命文学为文化商品，大量创

作、戏仿或翻译，使革命文学迅速繁荣，也因粗制滥造影响了它的艺术性与生命力。

把革命文学视为新兴的现代性文学潮流来追逐，是戏仿现象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二十年代末，创造社和太阳社宣扬革命文学鼓动时代情绪、创造时代的价值，但戏仿者

———————————————
许钦文：《钦文自传》第 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 1期。
叶灵凤：《文学与生活》，《现代文艺》1931年第 1卷第 1期。
《胡也频选集》下卷第 107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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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这种高喊，认为文学“一有使命，便是假的” ，害怕“使命”造成文学情感的虚伪及

事实的架空。他们多把革命文学视为一种新兴现代性文学潮流，以模仿来展现自己对文学

新潮的追求。新感觉派的几位作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施蛰存在“文学工厂”和“新文艺”

阶段，既模仿日本田山花袋写出《绢子姑娘》这种风格的小说，又模仿新俄小说创作《追》

等革命小说，也模仿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创作《妮侬》。施蛰存多种文学风格的模仿，

仅为磨练自己的文学能力和摸索自己的文学发展方向，在意识到没有向革命文学发展的可

能性后，随即中止革命文学的模仿。穆时英也是如此，他抱着实验及锻炼自己技巧的目的

从事写作，根本不关心所写的内容，因此，他初登文坛之后同时采取两条写作路线，既“假

造朴实生动的”革命文学，又“轻易地写出刘呐鸥式的都市文化” 作品。把革命文学视为

现代性文学潮流来追逐，在刘呐鸥、叶灵凤等的戏仿中表现得更鲜明。刘呐鸥是富商子弟，

1928年重来上海后，对文学和电影产生浓厚兴趣，他出资开书店、办刊物，宣扬日本正在
流行的“尖端文学”和“普罗文学”，既爱谈“历史唯物主义文艺理论”，又高论“佛洛依

德的性心理文艺分析”，看电影时也谈“德美苏三国电影导演的新手法” 。在刘呐鸥眼里，

这些新鲜物同为都市文化时尚。因此，他既写别具一格的新感觉派作品，又写作普罗风味

的小说，《流》就从侧面表现劳资矛盾并“暗示了新兴阶级的远大前程” 。如果说，刘呐

鸥从日本文坛嗅出现代文学新趋向，并影响了穆时英、施蛰存、杜衡等文学青年，那么，

叶灵凤的革命文学追逐则显得略为迟钝。叶灵凤有着浓厚的“为艺术”倾向，写小说很注

重技巧结构和题材选择，在革命文学走向繁荣之际，他开始戏仿革命文学，写出《红的天

使》、《神迹》等有着浪漫风格的革命小说。他不像刘呐鸥、穆时英那样流露强烈的猎异倾

向，而以自己的审美情趣制造革命的浪漫故事。从新感觉派作家到创造社的叶灵凤，都把

革命文学当成一种新兴的现代性文学潮流，以热情的戏仿展现对现代性文学的迷恋。

总之，在二十年代末的文学语境里，革命文学的商业化和现代性，成为戏仿现象产生

的两个主要历史原因。它们吸引众多文学作家转向革命文学，为生存也为文学艺术，造就

革命文学的繁荣但使它落入商品化和现代性的歧途，把革命文学“武器的艺术”异化为昙

花一现的都市文化时尚。

三

戏仿带来革命文学的繁荣又造成革命文学的混杂，使革命文学陷入真伪难辩的尴尬境

地，不仅引起人们对革命文学的非议，而且消解革命文学的本质及规范。

首先，它使革命文学陷入混杂的境地，使革命文学招致人们的非议和鄙视。客观地讲，

革命文学在大革命时代的兴起，有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日趋高涨的反帝、

反军阀的革命情绪，五四新文学越来越庸俗、趣味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文学运动的

———————————————
甘人：《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北新》1927年第 2卷第 1期。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寻》第 184页，三联书店 2000年版。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 1期。
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第 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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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形成革命文学产生的历史合力。因此，蒋光慈、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等革命文

学倡导者，既将它视为完成“文学革命”的拯救力量和历史阶段，又把它视为推动革命潮

流发展的另一种武器。革命文学应大革命时代和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要求而生，获得许多人

的同情和首肯：“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文艺，便是本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不断的反抗’的精

神，本着适合现代的思想，而产生的具有革命性的文艺。” 但随着革命文学 1929年左右走
向兴盛、戏仿风起云涌之后，人们对革命文学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有人认为，戏仿者态度

转变太快，“昨天还在自我表现，今天就写第四阶级的文学” ；有人指责它是投机、学时

髦，就如“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赶快买本三民主义熟读，好预备去考教员一样” ；有人批

评这些穿洋装、住租界的戏仿者完全是“抄袭”，看他们的文章还不如看传单起劲。这些不

满和批评虽指向戏仿者，但客观上导致人们对革命文学的鄙弃，削弱它对社会和读者的影

响作用。因而，革命文学变得令人厌倦，失却感召他人的道义力量。

其次，它颠覆了革命文学的作者观念。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倡导者，认为小资

产阶级分子要成为无产阶级作家，不仅要掌握唯物辩证法、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而且应将

理论与他的实践统一起来，才能拥有“革命情绪的素养”和“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 。

这种革命文学作者观念有其现实针对性，即革命文学家多出身于小知识分子群体，也有明

显的政治色彩，即要求革命文学作家要从事于实际的革命活动、应是一个革命者。戏仿颠

覆了这种文学的作者规范。穆时英等人成功的戏仿表明，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和革命情绪的

作家能够创作出真实性的革命文学，只要他具有充分的文学表现能力和技巧。这实质上揭

示出革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现象，即革命文学写作存在“互本文”性质，它并不指涉现实

革命浪潮，而是对革命文学本文风格的模仿。此外，它消解了革命文学家应是道德主义者

的信念，他们仅热情追求革命文学的风格，不负反映时代、指导时代的社会责任。总之，

戏仿跟革命文学作者观念构成鲜明矛盾，消解革命文学作家“到民间去”、做“革命人”的

文学规范。

最后，它颠覆了革命文学的作品观念。太阳社和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倡导者，高呼革命

文学作品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而且要反映社会历史真实、暗示大众通向解放的道路。换句

话说，革命文学所倡导的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品观。但是，戏仿割裂了文本和现实之间

的现实主义关系，使作品沦为个人纯粹的文学虚构空间，是一幅“写书的人伏在书台上冥

想穷人饿人破人败人” 的笔墨游戏。如果说这种笔墨游戏在张资平、叶灵凤、刘呐鸥等人

那里，显得毫无革命文学的真实性和意义，那么，杜衡、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的革命想象

叙事，却有着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的风格特征，即是说，后者的虚构达到现实逼真的程度，

尽管他们没有“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

与胜利的欢喜” 。戏仿的虚构性及艺术的真实性，揭示革命文学写作的另一途径，即不需

———————————————
芳孤：《革命的人生观与文艺》，《泰东月刊》1927年第 1卷第 1期。
甘人：《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北新》1927年第 2卷第 1期。
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泰东月刊》1928年第 1卷第 5期。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 168页，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转引自《郭沫若全集》16卷第 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版。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第 1卷第 9期。

二十年代革命文学中的“戏仿”现象



84 2007·1

要模拟革命现实而靠出色的想象和艺术技巧，这样，“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 的文学虚构，

颠覆了革命文学写实主义的文学规范。因此，戏仿受到有着写实主义信仰的作家的批评，

也为革命文学倡导者所不齿，他们都要求革命作家应跟“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这种要

求给 30年代的革命文学带来致命的历史灾难，造成许多革命作家被捕或牺牲。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於可训

———————————————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萌芽月刊》1930年第 1卷第 4期。

该文将现代汉语“有”离析为静态“有 1”
与动态“有 2”两个语义语法类，在组形与释义
框架内，运用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及形式学派
等相关理论，对现代汉语“有”类语法现象作
了系统描述、揭示与解释，观点与内容主要为：

1．“有”的性质、语义与功能。该文从“普
—方—古”证明了“有他父亲高”、“有请”、“配
有”、“有人来了”、“放有”与“有看过《红楼
梦》”等类的“有”是动词，介词、代词、助词
或词头说等都不具备系统事实和理论支持。同
时指出“有没有 VP”的“有没有”性质也是和
“有”平行。关于“有”的语义特性，指出它是
静态“有 1”与动态“有 2”统一体，原型义是
“存在”，“领有”与“存在”是其两个基本的语
义语法类。其时间性在于不和时间词语共现时，
时制和 RT 相联系，内蕴“完成”义，显性的
则是 RT 里的静态存在。文章把其诸多的意义
如“出现”“评价”等释义疏理为“有”的静态
组合义或动态分布义。句法功能方面，该文主
要以“有 1”在含有广义量成分的结构里及普通
V 前的灵活分布为切入点，探求出它是个语用
动词，功能是通过肯定事物或行为的存在来隐
性地进行主观强调，能把一个事件非事件化；
语篇上“有 1”还能起到领接、归接与插接等衔
接功能；语用值兼有存在动词（如“在”）与
“是”的语义语法功能，但远小于二者之和，与
显性强调动词“是”构成了互补。“有 2”这几

方面能力表现很差或没有，就表示单一的动态
变化。

2．“有”字结构研究。①分类刻画、揭示
与解释了“有 N”语义语法功能偏离的类型、
动因与条件。②指出“有些／点”、“有所”、“所
有”、“有的”与“有的是”等所以能语法化为
一个单位，句法（包括韵律）与篇章等是外因，
主导内因是“有 1”，换成“有 2”或其他动词是
不会发生的。③将“有 1（Q）V”结构定性为
述宾式，从共时与历史的角度作了充分统一的
解释。④历时与共时地证明了“有没有”是由
结构封闭、信息提取与安排不太理想的“有 NP
没有（NP）”在“V 不 V”的历时类推下形成
的，方言影响是个外因。⑤认为“V有 1”结构
是现代汉语的个别类现象，V是个封闭的有潜
在静态性的动词小类，“有 1”是这个偏正结构
的语法中心。它是由“V 了”句与“有 1”句
经过篇章融合而成的，和“有 1V”及“有没有
VP/S”完全一致。

3．“有”字句系统的建立。文章在沟通存
在与领有句，对句首成分作出一致的定性后，
从“有 1”与“有 2”两个对立的系列及其内部
全貌特征来考察这一句型。包括结构、复杂化、
类型及功能（语义、语法、人际与篇章）等。
认为它与“是”字句、“在”字句不同，与普通
动词谓语句更不同。从结构、语义与功能看，
内部构成一个独特系统，是个基本句型。文章
认为现代汉语的“有 1”与“有没有”句，正一
起和“是”与“是不是”主观句构成一个潜在
的互补系列，具体是：
（Ⅰ）有 NP/QP/S/V 有没有 NP/QP/S/V
（Ⅱ）是 NP/QP/S/V 是不是 NP/QP/S/V
Ⅰ是通过强调事物、数量、行为或性状的

“存在”来达到隐性强调，而Ⅱ是显性肯定事
物、数量、行为或性状等来隐性表示“存在”。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2006届博士生） 责任编辑：卢烈红

薛宏武

现代汉语“有”、
“有”字结构与“有”字句


